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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

黄河水患对明清鲁西地区
州县治所迁移的影响＊

段　伟

【摘　　要】明清时期黄河水患对鲁西地区州县治所迁移有很大影响。鲁西地区六府二

州共７１个州县中，１０个州县因为水患迁移治所，６１个州县在水患影响下未迁移治所，其

中曹县在明代有迁治建议，但未施行。这些州县迁治都是受黄河水患影响，主要是在明初

迁治。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四：一是州县迁治受黄河泛滥的地理因素影响大，主要

发生在曹州府境内；二是每个州县适合做治所的场地不多，旧治的综合优势较大，导致迁

治越来越难；三是使用砖石修筑城墙有利于防范水患，新建和维修的城墙越多，治所迁移

概率就越小；四是水患影响治所迁移，但不是决定性因素。与同时期的苏北地区相比，鲁

西地区受清末黄河改道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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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明清时期黄淮平原的水患对政区调整的影响研究”（１５ＢＥＳ０２０）的阶段性成果。在资料搜集
和文章写作过程中，李健红老师给予了大力协助，本文在一定意义上是我与她合作的结果；匿审专家和编辑部对文章的修改完
善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①　相关论文有陈隆文：《水患与黄河流域古代城市的变迁———以河南汜水县城为研究对象》，《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
年第５期，第１０２～１０９页；李嘎：《水患与山西荣河、河津二城的迁移———一项长时段视野下的过程研究》，《历史地理》第３２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９～４７页；段伟、李幸：《明清时期水患对苏北政区治所迁移的影响》，《国学学刊》２０１７年
第３期，第３４～４８页。

②　李德楠：《水环境变化与张秋镇行政建置的关系》， 《历史地理》第２８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１１～１１７页；古帅：
《水患、治水与城址变迁———以明代以来的鱼台县城为中心》，《地方文化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６１～６９页。

明清时期黄河水患频发，经常冲决堤岸，侵犯运河航道，造成大面积的水患，对河南、江苏、

安徽、山东等地造成极大的危害。当前学术界对河患引发的政区变动已经有一定认识。①具体到山东

省内，李德楠、古帅详尽考察了河患对张秋镇、鱼台县城的影响。②明清时期黄河对鲁西大片区域都

有一定程度的危害，特别是对州县治所迁移有很大的影响。虽然现今关于鲁西地区的自然灾害已有

很多研究，但主要是对灾害的统计，对灾害原因、过程及政府救灾策略的分析，以及对灾害与鲁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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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经济关系的考察，① 较少从历史政治地理角度探讨政府应对灾害的方式，这给本文留下

了讨论的空间。

鲁西在明清时期受黄河水患影响特别明显，与此相关的政区调整很多，其特点与同处黄淮平原

的苏北还有所不同。本文拟从鲁西地区的州县治所迁移入手，探讨其特点和原因。

一、明清时期鲁西地区的黄河水患概况

明清时期黄河水患对鲁西地区的影响十分显著。根据 《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清代淮河

流域洪涝档案史料》和 《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对于１７３６—１９１１年清代洪涝州县所占年次的

统计，鲁西地区州县洪涝年次情况为：济宁州８０年次以上，鱼台县７０年次以上，利津、历城两县

６０年次以上，临清、惠民、聊城、邹平、濮州、寿张、东平州、金乡、范县、沾化、德州、阳谷、

齐河、济阳、章邱、东阿、滨州、海丰等１８州县５０年次以上，滕县、汶上、邹县、郓城、巨野、

菏泽、单县、嘉祥、曹县、长清、禹城、临邑、齐东、蒲台、商河、阳信、恩县、长山等１８州县４０
年次以上，朝城、青城、茌平、平阴、城武、滋阳、武城、莘县、峄县、馆陶、夏津、堂邑、肥城

等１３县３０年次以上，定陶、博平、德平、宁阳、观城等５县２０年次以上。② 在１７３６—１９１１年的

１７５年间，鲁西地区６府２直隶州所辖７１个州县③中，有５８个州县 （包括直隶州亲辖地）洪涝在２０
年次以上，仅有１３个州县洪涝在２０年次以下。

导致明清时期鲁西地区水患频繁的最根本原因就是黄河。明人王辄指出：“圣朝建都于西北，而

转漕于东南，运道自南而达北，黄河自西而趋东，非假黄河之支流，则运道浅涩而难行。但冲决过

甚，则运道反被淤塞，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④ 黄河下游本身因为中游的

泥沙堆积而极易泛滥决口，运河改变了山东西部地区的水系格局，运道自南向北，黄河自西向东，

二者在黄河下游地区相交。黄河为运河的畅通提供水，而黄河下游地区的决口对运河的冲决则威胁

运河的安危。明清时期鲁西地区黄河水患大致有以下特点：

（一）鲁西地区黄河冲决运河的情况十分严重。我们初步统计，明清时期黄河共冲决运河５２次，

其中明代冲决２７次，清代冲决２５次。明代中后期是冲决较为严重的时期，嘉靖以后占１６次。张

秋、谷亭、南四湖等地是主要的冲决地点，漫溢区域多集中在济宁州、曹州等区域。

（二）黄河决溢是鲁西水患的最重要来源，其河道的变迁对相关流域影响很大。南宋建炎二年

（１１２８年）至清咸丰五年 （１８５５年）黄河夺淮入海，流经山东曹、单一带，且多次决口。咸丰五年

黄河河决铜瓦厢，改道东北行，经由山东夺大清河流入渤海，黄河下游几乎全走山东省，原本由安

徽、河南、江苏、山东共同承担的黄河下游水患变成了由山东独自承担。再加上堤防未固，连年溃

决，下游地区深受其害。“上游之河北、河南两省境内之黄河堤岸，土质不良，而治河者，又依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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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讨论的鲁西，其范围是指宣统三年山东省西部的济南府、东昌府、武定府、泰安府、兖州府、曹州府、临清直隶州和济
宁直隶州。

王辄：《处河患恤民穷以裨治道疏》，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１８４，《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６５７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第５５２页。



政区划，每存畛域之见，未能通盘筹画，全部治理。以致冀、豫河决，鲁西即蒙水患，即所谓 ‘河

在河北，而患在山东’。”① 当时水患来源多样，大致可分６种：一是黄河决溢，如 “河溢”“河决”；

二是长时间的降雨，如 “大水”“雨连绵”“大风雨”“霖雨”；三是运河、沭河、沂河决溢，如 “运

决”“沭河溢”“沂溢”；四是湖泊的决溢，如 “湖溢”“湖决”；五是过水影响，上游水患导致下游被

灾；六是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的水患。以鱼台县为例，笔者统计明清两代共发生水灾６０次，其中有明

确记载直接是由黄河决口引起的水灾有１７次，由长时间降雨引起的有１４次，由黄河之外的其他河

流湖泊决溢引起的水灾有６次，这些河流湖泊的决溢又大多是由黄河决口或者淫雨导致排水不及造

成的。

（三）张秋镇附近是黄运决口最频繁的区域。在我们统计的黄河冲决运河的５２灾次中，张秋镇

及其附近的沙湾、安山湖等地区有２６次，占决口次数的一半。张秋镇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会通河

过张秋镇及沙湾之东，黄河泛道过张秋镇及沙湾之东南部穿会通河，还有广济渠、灉水等河流在张

秋镇附近与运河相交，这些因素使得张秋镇极易受水患的冲击。

（四）鲁西地区各州县受水患影响差异很大。黄河、运河及湖泊附近地区水患频率和受灾程度高

于其他地区。例如兖州府的东部峄县、宁阳、滋阳、曲阜等县离黄河、运河、湖泊区域较远，受水

患影响最小；而济宁直隶州、曹州府和兖州府东部、北部的寿张、阳谷、汶上等县，临近黄河、运

河及湖泊区，受水灾的影响较大。１８５５年黄河决口改道之后，原本很少受到黄河水灾影响的济南府、

武定府开始频频受灾，决口地点也进一步扩大到了济南府、武定府的沿河州县。

二、黄河水患影响下的州县治所迁移

在黄河水患的不断冲击下，鲁西地区的州县受灾严重，很多城池被冲毁，导致一些州县治所发

生迁移。明清时期因黄河水患发生治所迁移的先后有曹州、寿张、东阿、定陶、巨野、范县、濮州、

单县、鱼台、齐东１０个州县。

元代曹州治在济阴县，直隶中书省。明代曹州的沿革颇为曲折。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年）省济阴县

入州；二年州治移至盘石镇；四年，降曹州为县，属济宁府。正统十年 （１４４５年）十二月，又在曹

故城旧乘氏地复置曹州，曹县随属曹州。② 曹州在金代就曾因水患而徙城，金世宗 “大定末河冲决，

徙城于北七十里乘氏地”。③ 曹州在明代有两次因水患而迁治，皆在明初。第一次是洪武元年：“河决

溢乘氏，州治遂迁于西南安陵镇，去乘氏五十里。”第二次则发生于次年：“（洪武）二年河决没安

陵，州治复徙于东南盘石镇，去安陵七十里。”④ 曹州古治在曹州北部，灉河之南，左山之西，金代

迁治的乘氏地位于曹州之中偏南，距河流较古治远。洪武元年由于河决而将州治由乘氏地迁往州西

南部的安陵镇，但安陵镇距河流较近，因此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年）曹州再次因为河决将州治由安陵镇

迁移到了东南部的盘石镇。盘石镇位于曹南山之旁，距河流较远，无论是地势还是位置都比较适合

曹州 （后为曹县）城的发展建设和百姓的繁衍。曹州州治的迁移经历了自州中偏北移向州中偏南，

自州中偏南移向州西南，自州西南移向州东南的过程。可以说，曹州适宜作治所的地区已经尽被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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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张县受河患影响严重，在金代就曾因水患迁治。“（金）大定七年，河决坏城，迁于竹口镇，

十九年，仍复旧治。”① 明代寿张县在洪武元年又因水患迁治。“（元）至正三年，黄河水溢，人民

散处。明洪武元年移置县南十五里梁山之东，隶东平府。三年省入须城、阳谷。十四年复置于王

陵店，即今寿张县治，属东平州，隶济南府。十八年又随州改隶兖州府。”② 可知寿张县治经过了

多次迁移，在金代由于河决城坏迁治于竹口镇，十二年后迁回原治；元代河决为患，明洪武元年

迁治于县南五十里的梁山之东。到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年）时，裁撤寿张县，并入须城、阳谷二县。

洪武十四年 （１３８１年），在王陵店修筑土城，重新设置寿张县。③ 洪武元年迁治后的县治位于梁山

东侧，在县境东南角，远离县中心，对城镇发展并不利，因此不久即裁撤寿张县。到洪武十四年重

设之时，将县治设在王陵店，距黄河泛道及运河、湖泊等较远，地形也较为开阔，适合寿张县城的

发展。

定陶县在明代曾受水患影响迁治一次。史载：“定陶县城旧城在宝乘塔西北，元末河决湮于水，

明洪武四年徙今治，土城。成化元年知县沈绍祖所建。”④ 这一介绍失之太简，实际上洪武元年定陶

县省入曹州，洪武四年改州为县，复置定陶县，不再选择原先被水湮没的旧治。⑤ 当时虽然黄河主流

入淮，但仍经常循大河故道北流，一旦在河南省的金龙口决口，河南境内的封丘、长垣 “首被其

害”，定陶与曹州也会 “余波及焉”。 “洪武十二年决金龙口，至二十二年方塞，弘治二年又决金龙

口，役夫二十五万塞之，五年复决金龙口，次年役夫十二万塞之，此本县新城之所由立也。”⑥ 金龙

口多次河决对定陶县修筑城墙是有一定影响的。成化元年 （１４６５年）“会有边警，朝廷命天下有司皆

筑城，知县沈绍祖因筑土城于此地”。⑦ 城高三丈五尺，址厚三丈，顶厚一丈八尺，⑧ 从成化元年二

月始建讫五年十月完工。⑨ 城池的修建提高了水患防范能力，之后县城受水患影响就很小了。

东阿县境内有运河经过，西南有作为运河水柜作用的安山湖，北有大清河，南有大汶河，是运

河交通要地，受水患影响很大。宋代就曾多次因水患迁治：开宝二年 （９６９年）迁治南谷镇 （今东平

县旧县乡），太平兴国二年 （９７７年）迁治利仁镇 （今平阴县玫瑰镇大吉庄），绍圣二年 （１０９５年）

迁治新桥镇 （今鱼山镇旧城）。瑏瑠 到明洪武八年 （１３７５年），“知县朱真避黄河之害，迁于谷城，筑土

城”，在旧治新桥镇南八里。瑏瑡 《读史方舆纪要》指出：“汉五年张良劝汉王自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越。

寻置谷城县，属东郡。后汉因之。晋属济北郡，刘宋因之。后魏属东济北郡，后齐废。唐武德四年

复置谷城县，属济州。六年废。……郡志：东阿、谷城本二邑，并谷城于东阿自北齐始，移东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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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寿张县志》卷１ 《方舆志·沿革》，康熙五十六年刻本，第２页。

康熙 《寿张县志》卷１ 《方舆志·沿革》，第２页。
《明史》载：“洪武三年省入须城、阳谷二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今治，本王陵店，洪武十三年徙置。”参见 《明史》卷４１
《地理二·山东》，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９４４页。叶圭绶 《续山东考古录》载：“《明志》寿张下洪武十三年复置，又云洪武十
二年徙王陵店，盖十二年筑城，十三年复县也。”参见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卷１９ 《兖州府沿革下》寿张县条，咸丰元年刻
本，第１９～２０页。《明史》原文为 “十三年”徙置，非 “十二年”，叶氏误。 《明一统志》与康熙 《寿张县志》同为十四年说，

今从。

雍正 《山东通志》卷４ 《城池》，乾隆元年刻本，第３１页。

康熙 《山东通志》卷２ 《建置沿革上》定陶县条，康熙四十一年增修本，第３９页。

顺治 《定陶县志》卷首 《条议·御患》，顺治十二年刻本，第１４页。

乾隆 《定陶县志》卷１ 《建置·城池》，乾隆十八年刻本，第１页。

顺治 《定陶县志》卷首 《城图》，第３页。

顺治 《定陶县志》卷８ 《艺文志》，第１４页。

康熙 《东阿县志》卷８ 《纪事志·政纪》，康熙五十六年刻本，第９页。

康熙 《东阿县志》卷２ 《建置志·城池》，第１页。



谷城自明初始。”① 在经过多次治所迁移之后，东阿县又利用八百多年前合并的谷城旧治作为治所。

巨野县在明代受水患影响迁移县署一次。嘉靖 《山东通志》载：“巨野县距州西北一百里，旧在

城正北。洪武初重修，后因河决徙治东。正统四年重建。”② 该记载指出了迁治原因是河决，但没有

指出迁治时间。《巨野县志》的记载较为详细：“（洪武）七年河溢巨野，水深四丈余，漂没田庐无

算。……九年县丞吕让重建县署，始迁兹地。……英宗正统四年重修县署于治东。”③ “吕让，河南永

宁人，由监生任巨野丞。洪武九年升本县知县，适河水为患，田皆荒芜，让招抚迯民，劝之耕种，

鼎新县治，规剏为多。”④ 由此可知洪武七年 （１３７４年）巨野县水灾，洪武九年 （１３７６年）县署自城

北迁于城东，并于正统四年 （１４３９年）重修。

范县在洪武时期也因水患迁治一次，具体发生在哪一年，文献记载不一。嘉靖 《范县志》就有

不同记载。《灾祥》载：“洪武四年河决杨静口，县治遂坏，不堪民居，知县张允徙今治。”⑤ 《城池》

却载：“故城……去今治东南二十里。大明洪武庚申河决城坏，知县事张允徙今治，兹乃后唐庄宗新

军栅地。”⑥ 嘉靖 《山东通志》载：“洪武庚申知县张允徙筑于此。”⑦ 成化六年 （１４７０年）范县教谕

刘某所撰 《重修范县城记》载：“范县城旧在县东南二十余里。洪武庚申岁因洪水之□迁于此，逮今

八十余年。”⑧ 成化十四年 （１４７８年）二月范县教谕孙子贤 《重修宣圣庙记》载： “国朝洪庚午，黄

河水决，弥漫无涯，邑治、庙学一泻而瓦砾无存。壬申之岁，知县张君允教谕钱亨迁徙于此。”⑨ 洪

武庚申年是十三年，庚午年是二十三年，壬申是二十五年。嘉靖 《范县志》载：“张允，洪武十二年

为范令，至明年，河决城坏，允乃量度地宜，徙今治，诸司学校皆允所创。”瑏瑠 根据张允的任期，则

洪武十三年 （１３８０年）大水较为可信，之后知县张允迁徙县治。相关史料也多认为是洪武十三年河

决，县治圮于水，张允迁徙至后唐庄宗新军栅地。

濮州在明代曾因水患迁治一次。嘉靖 《濮州志》载：“正统十三年河决至濮州，城中水深丈余，

官宇民舍皆浸坏”，瑏瑡 “旧州城在今州之东，其制号为雄壮。正统中河水冲啮就圮，景泰二年知州事毛

晟改筑于王村”。瑏瑢 但同书另记载：“濮州治在今城之中，景泰十三年知州事毛晟之所建也。”瑏瑣 而毛

晟是 “景泰辛未由国子生知濮州……先是河决城圮，晟请抚臣奏于朝徙于州之王村集”。瑏瑤 景泰辛未

年即景泰二年 （１４５１年）。毛晟在景泰二年才任知州，迁治需要一定时间。景泰共有７年，没有１３
年，“十三”可能是 “三”之误。嘉靖 《山东通志》也载： “景泰三年以河患徙治王村，即今治”，瑏瑥

“国朝景泰二年知州毛晟徙筑于此”。瑏瑦 据明人许彬 《濮州创建公署记》载：“辛未知州毛公来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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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州治于城之西北隅……是役也，经始于景泰二年之冬，落成于天顺三年之夏。”① 吕原 《濮州新建

庙学记》载：“历相原隰，稽于卜筮，得地于城西二十里之王村，乃购村，陶甓鸠工，庀傭以营，充

作州治，为蒞政之所……始事景泰癸酉之六月，讫工天顺癸丑之二月。”② 景泰癸酉是景泰四年
（１４５３年），天顺并无癸丑年。综合来看，许彬的记载是比较可靠的，即受正统十三年 （１４４８年）水

患影响，景泰二年冬开始营建新治，天顺三年 （１４５９年）夏完成建设。

明洪武元年，省单父县入单州，二年改单州为单县。③ 单县在明清时期迁治一次。正德十四年
（１５１９年）巡按山东御史朱裳曾上疏改迁单县，④ 但是并没有立刻施行，到嘉靖二年 （１５２３年）河决

之后，才正式迁治于城北之原。康熙 《单县志》载：“嘉靖二年黄河横溢，漂没郛郭，五年迁县城于

北，而故城遂废”，⑤ “单县旧城在今城南一里有奇……明弘治十年知县常经修，后屡圮于水。嘉靖二

年湮没殆尽，五年巡抚中丞王公尧封、方伯郭公绍、廉访潘公埙、观察王公言、刘公淑相、太守喻

公智，同相地于城北之原，命参议侯公位、知县钞秀耑董其役，而迁筑于此”。⑥ 《大学士杨一清迁城

记》指出，单县三面带河，因此多次遭受严重霖雨或河决等水患，元至正时期河决，明洪武年间河

大决，正德年间多次河决，嘉靖二年霖雨大注，破坏很大，以至于都察院御史王尧封发出了 “单父

之民，其为鱼乎”的感叹，⑦ 遂于嘉靖四年 （１５２５年）在县城的北面一里多的位置筑新城。新城历９
个月修筑竣工。此次迁治成果显著， “五年七月城成，黄河水乃西徙，所决堤口自壅塞，城益无水

患”，⑧ 河患对单县县治的影响减弱。

鱼台县位于鲁西南地区，“东接邹、滕，扼冲津于漕运，西联曹、单，防险汎于河渠。鱼于鲁属

夙号名区，为漕运咽喉”。⑨ 在明清之前，鱼台县有过县治迁移的情况发生，唐代、元代都曾经迁治。

“鱼台城旧治方与城，唐元和四年迁今治。土城半圮于水，元泰定间县尹孙荣祖划筑西北一隅。”瑏瑠 在

水患影响下，明代鱼台县曾有两次迁治建议，但未施行，直到清代才实施了一次迁治。第一次迁治

建议提出于嘉靖九年 （１５３０年）。在鱼台县东北的凤凰山麓有新城，瑏瑡 “明嘉靖九年河决没城，议迁

县治于此，水退，民重故土，不果徙”。瑏瑢 当时鱼台县人武翰认为：“本县遗址数里，先因河决已移高

阜一隅。成化暨弘治正德间数遭大患，而城无虞，今洪水自城东西已分，乃奏议迁徙。且本县历年

既久，庐舍经营，孰无故土之思？兼之十室九空，乌能折运旧产以就新创。况本县与曹钜水口相距

一百五十余里，泛滥来此，不过四漫，必不甚为城患。而老城环绕，屹然可蔽，修其一二残缺，尚

可撑持。”瑏瑣 按其所说，洪水对鱼台的影响已经减小；百姓怀故土之思，且受灾严重，没有能力建设

新城；鱼台县据水口较远，洪水对城池的影响不足以构成大患；老城尚且能支撑，没有必要舍弃；

不迁城鱼台县只是受黄河之灾，如果迁城，鱼台县必将元气大伤。经利弊权衡，鱼台县中止了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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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治。另外，凤凰山麓位于鱼台县东北部，虽然地势较高，但是被独山湖和昭阳湖将其与鱼台县的

西部隔开，几乎形成两个独立的地理空间，且鱼台县西北部面积不大，受湖水的阻隔和丘陵地形的
限制，无法进行大范围的扩展，也并不适合作为县治。第二次迁治建议出现在万历三十二年 （１６０４
年），“河决南旺，由丰沛入境，为城郭患”，① “水复没城，又议迁治，终不果”。② 这一次，黄河再
度决口，淹没鱼台县城，迁治一事再次被讨论，又以与嘉靖时期迁治讨论相同的理由否决。解决此
次河决没城的措施，最后是由 “巡抚黄克缵督令增修重堤以保障之”。③

清代前期水患仍多次冲击鱼台县。乾隆二十一年 （１７５６年）七月， “河决徐州之孙家集，溃鱼台
堤，坏城郭”。④ 大灾情面前，山东巡抚杨锡绂向朝廷建议迁鱼台县城：“东省之鱼台县土城，今秋被水
淹浸，地势低洼，现在城内尚有停水。该县逼近微山湖，将来夏秋稍有漫涨，即难保其不再被淹，请于
高阜处所另建土城，以资保障等语。鱼台屡被水患，迁城高阜，系因时权宜之计。且兴建城工，亦可以
工代赈，于灾黎自属有益。”⑤ 朝廷同意了杨锡绂的奏请。鱼台县治新址董家店地形条件优越，位于县

西南部，距湖泊区远，少受湖水侵害，且 “地形四围突起，为县境最高之处，独基地稍洼，堪舆家所谓
突中窝者是也”，⑥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水患。遂 “迁治于县境之西南董家店，买民地七十九亩四分。

二十二年知县冯振鸿始建城”，“二十二年三月至二十三年六月告竣，规模视旧城稍隘，而地处高原，甎
壘完固，纵有水患可资捍卫矣”。⑦ 鱼台县县治迁移后，水患对县城的影响明显降低。在乾隆二十一年
之前的记载中，多数水灾记载为 “河决巨浸”或者 “平地成湖”之类的较为严重的描述，此后的水患记

载多数为 “水”等程度较轻的词语。咸丰二年 （１８５２年）教谕邢钰 《陶公堤碑记》记述：“鱼邑自旧城
迁徙于兹迄今九十余载，虽屡经黄水而地势微高，从未浸堤。”⑧ 鱼台县迁治避灾的目的初步达到。

在黄河于咸丰五年改道之前，齐东县受水患较少。１８５５年改道大清河之后，黄河经齐东县西北，

而 “县治旧城近赵岩口，在大清河南岸，处县境之极北”，⑨ 因此 “水运便利，成为山东运盐主航
道”。瑏瑠 在带来商业繁荣的同时，齐东县又遭遇 “地临黄河南岸，岁患漂没”的水灾窘境。瑏瑡 光绪十

八年 （１８９２年），“黄河决县城，漂没仅存东南一隅”，瑏瑢 “黄水灌城，衙署为墟，经知县王儒章具呈
省署，有迁城之请。十九年冬，知县康鸿逵奉准迁城于九扈镇，城垣就该镇原有圩墙”。瑏瑣 九扈镇
“地处高原，未经黄水”，瑏瑤 “处县境之极东南”。瑏瑥 《清实录》载光绪二十年 （１８９４年）“山东巡抚福润
奏，齐东县城临黄河，时虞冲决，拟迁城于九扈镇，并改齐河县县丞为齐东县分防县丞以资弹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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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议。”① 所以，迁城九扈镇应是光绪二十年事。民国 《齐东县志》也持此说。② 宣统 《山东省河

务行政沿习利弊报告书》对齐东县治迁移也有记述：“齐东县旧治当河水曲流之处，自萧家庄决口，

四面被水，城墙已多倾圮，迨大寨胡家岸两次决口，县城正当下游，城墙遂冲塌净尽。光绪十九年

经山东巡抚福润奏准，移治于本境九扈镇，离旧城约七十里，即以原有土围由赈抚局发款修葺作为

城垣，厥后河水由杨家庄直趋正东，旧城遂半沦入河身。”③ 县治由原先位于县北部黄河南岸的赵岩

口迁移到了离黄河较远的县东南部九扈镇，有效地减少了黄河对县治的冲击。

以上鲁西地区的１０个州县在明清时期受黄河水患影响迁移了治所 （见表１），这些州县迁治有两

个明显特点：一是从时间范围来看，１０个州县中有８个在明代发生了９次治所迁移，特别是集中在

明初洪武前期，清代仅有２个县发生迁治；二是从空间范围来看，州县迁治更集中地发生在曹州府

境内，除寿张属兖州府，东阿属泰安府，鱼台属济宁直隶州，齐东属济南府之外，其他６个州县均

隶属于曹州府。

表１　明清时期鲁西地区水患影响下的州县治所迁移表

序号 州县名称 迁前地点 迁治时间 迁治原因 迁后地点 今地

１ 曹州

乘氏地
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年）
河溢 安陵镇

菏泽市大黄集镇

安陵村

安陵镇
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年）
河没安陵镇 盘石镇 山东曹县县城

２ 寿张县 旧治
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年）
城为河水所圮 梁山之东

山 东 阳 谷 县 寿

张镇

３ 定陶县 宝乘塔西北
洪武四年

（１３７１年）
河决，城淹于水 故城以南 山东定陶县城

４ 东阿县 新桥镇
洪武八年

（１３７５年）
河淹没邑城 谷城

山 东 平 阴 县 东

阿镇

５ 巨野县 旧治
洪武九年

（１３７６年）
河决 旧治之东 山东巨野县城

６ 范县 旧治
洪武十三年

（１３８０年）
河决城坏 旧治西北二十里 河南省范县县城

７ 濮州 州东
景泰二年

（１４５１年）
河水冲啮城圮 王村

河 南 省 范 县 濮

城镇

８ 单县 旧治
嘉靖五年

（１５２６年）
城为河水所圮 城北之原 山东单县县城

９ 鱼台县 黄台
乾隆二十一年

（１７５６年）
河决坏城郭 董家店

山 东 鱼 台 县 鱼

城镇

１０ 齐东县 赵岩口
光绪十九年

（１８９３年）
黄水灌城 九扈镇

山 东 邹 平 县 九

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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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鲁西地区州县迁治影响因素分析

在明清时期，鲁西地区有１３个州县发生了１６次迁治，其中有１０个州县是受黄河水患影响，共

迁治１１次。寿张县在洪武元年因河患迁治后不久被裁撤，于洪武十四年复置时另选治所，显然是对

原先的治所不满意，也可算受河患的长远影响。加上它，则河患影响迁治达到１２次，占迁治总数的

７５％。另外，乐陵县在洪武二年 “因蒸庶不便，迁于富平镇”；① 临清县在洪武二年因朝廷颁布公廨

标准迁治临清闸，景泰元年 （１４５０年）又因要筑城改迁闸东北三里；② 恩县在洪武七年 “县丞申范

奉檄迁许官镇”，③ 距旧治四十里。鲁西地区州县治所迁移较多，但为便于百姓而迁治仅乐陵县１例，

临清县和恩县３次迁治是与政府的要求有关，合起来也不过仅４例，可见黄河水患对于鲁西地区州

县治所迁移的影响是最大的。从上引各种文献来看，河患所致治所迁移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城内进

水较深，官宇民舍浸坏，政府无法办公。水患与地震一样容易对地表造成极大破坏，皮之不存毛将

焉附，治所被毁只能重建或迁移。一般来说，治所重建成本较小，但可能再次罹患；迁移成本较高，

可能一劳永逸。鲁西地区出现如此多的治所迁移，显然不是偶然现象。这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上

文已总结了鲁西地区州县因黄河水患而迁治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两种表现，再结合鲁西地区的黄河水

患特点，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作出分析：

首先，州县迁治受黄河泛滥的地理因素影响大。受河患影响迁治的１０个州县中，６个州县属于

曹州府，寿张、东阿、鱼台三县也都临近曹州府，则９０％的迁治州县属于易受黄河泛滥影响的鲁西

南地区。黄河在历史上多从豫东地区决口，鲁西南地区首当其冲， “河南境内的宽河进入曹 （县）、

单 （县），河道逐渐束狭，曹、单河段是豫、鲁、苏三省交会处，是上下河道枢纽段。此处 ‘河北

决，必害鱼台、济宁、东平、临清以及郓、濮、恩、德，南决必害丰、沛、萧、砀、徐、邳以及亳、

泗、归、颕，其受决之处，必曰曹、单，其次则鱼台、城武、沛县差多，而亦必连曹、单。是南北

之间，三省之会，曹、单为之枢的也’”。④ 曹州府下辖１０个县均长期受水患影响，据统计，“明朝时

候山东省受黄河泛滥影响地区主要在大运河西部平原，有明一代影响山东的３０多次溃决中曹单附近

决口者占了三分之二以上”。⑤ １８５５年黄河铜瓦厢决口更是导致曹县、郓城、嘉祥、巨野等州县田庐

漂没，居民奔散。章生道在 《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中指出 “最有利的城址是在河岸上”。⑥ 河道

提供交通、灌溉、供水等便利，但是存在水患风险。曹州、濮州、单县、东阿、巨野、定陶、范县、

寿张、鱼台、齐东这１０个因水患迁治的州县，地理位置上都处于黄河与运河河道附近，且地势低

平，易受水患的影响。

其次，每个州县适合做治所的场地不多，旧治的综合优势较大导致迁治越来越难。１１２８年宋东

京留守杜充决河，黄河东决经豫东北、鲁西南地区，汇泗入淮，直到１８５５年才改走大清河入海。但

入淮仅是主流，有时黄河仍会东北决入马颊河、徒骇河、北清河入海。“即使是上游河南溃决泛滥也

往往使黄水汹涌东流入山东境，构成严重的黄水灾难。”⑦ 元末明初鲁西水患已经非常严重，对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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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所影响凸显。明初州县并不是普建城墙，在河患影响下，没有城墙迁治相对较为容易，大部分能

够迁治的州县采取了迁治方式，新的治所也成为所在州县的最佳位置。或者是河患对鲁西州县治所

的影响在迁治后已得到基本解决，或者是时人察觉迁移治所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河患问题，且成本

较高，清代以降，仅河患单一因素已经越来越难以影响到治所迁移。

再次，修筑城墙特别是使用砖石材料有利于防范水患，新建和维修的城墙越多，治所迁移概

率就越小。治所迁移后水患影响变小，但并未根除，为抵御水患，大多数新城都选择以砖石建城

或者加高城墙。如濮州州城在洪武十三年迁治之后又多次修葺。① 在明代中期，虽然很多治所都频

繁遭受水患袭城，但由于治所位置在地理、军事、交通及经济方面有优势，再加上百姓故土难离

的思想，很多州县多次采取修葺加固城墙的方式来抵御水患。例如在明代虽有迁治建议但并未迁

治的曹县和鱼台县，都是在城池遭受严重水患之时选择了加固城墙的方式来减轻水患对治所的危

害。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年），“河决马扎子，（青城县）全境成泽国，惟县治以城免，然与水为

敌者三月余，虽未冲陷，盖已仅矣”。② 可见青城县也是因为有坚固的城墙才得以保全。除通过城

墙保护治所外，黄河沿岸许多州县河高于地，靠护城堤保护治所，求得安稳，效果亦很明显。正

如潘季驯所言： “查得滨河州县河高于地者在南直隶则有徐、邳、泗三州，宿迁、桃源、清河三

县，在山东则有曹、单、金乡、城武四县，在河南则有虞城、夏邑、永城三县，而河南省城则河

髙于地丈余矣。惟宿迁一县已于万历七年改迁山麓，其余州县则全恃护城一堤以为保障，各处久

已相安并无他说。”③

最后，河患影响治所迁移，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黄河破城，造成地表极大破坏，但迁

移治所是一项重大决定，需要对地势地貌、战略位置、交通、经济、人口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迁

治存在各种争论，最终迁或不迁也是社会各方力量参与讨论的结果。巡抚、巡按、布政使、知府、

知县等各级官员、地方人士都会参与讨论。因此，治所迁移是自然和人文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并不是单纯因城池或衙署受到水灾毁坏就要迁治。

以上分析说明州县成功迁治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明初迁治州县的多数都与上述四点有一定关

系。鲁西地区还有一些州县饱受水患困扰，曾想迁治，但因各种原因没有完成实施。笔者试以曹县、

濮州为例予以考察。

曹县在明清时期受河患影响频繁。明正德四年 （１５０９年），黄河决口，曹县城被水围。六年，知

县易谟乘冬季水涸，筑护城堤。次年黄河复决口，护城堤荡然无存，城仍受淹。嘉靖 《山东通志》

记载：“正德六年黄河浸漫，有议迁城者，知县易谟筑堤御之，九年知县赵景鸾增筑，城高二丈二

尺，阔二丈，改濬旧壕，外增护城堤，而迁城之议寝矣。”④ 康熙 《曹县志》载：“自弘治壬子都御史

刘公筑堤县北，河自西来，邑无岁不受其害，兼之岁久沙填城与外平，居人出入率自城头，门不能

受车马。正德六年易谟筑护城堤一周，剏始未坚。至八年，赵景鸾始佥谋大修城垣、城濠。”⑤ 此记

载指出从弘治五年 （１４９２年）刘大夏筑堤开始，曹县每年遭受水患。⑥ 曹县人王崇仁记载，自刘大

夏治河以后，曹县饱受河患，正德四年河患尤大。之后虽然筑防护堤，但效果不大。正德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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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３年）新任知县赵景鸾本来想迁徙治所，但一方面民众贫困，另一方面曹县河流交错，频繁的河

患导致没有合适的迁城之所，故与县内其他官员、乡绅分析了迁城还是修筑旧城的利害轻重之后，

都认为修筑旧城才能更快解决曹县当前的县城居住条件恶劣问题。①

正德九年 （１５１４年），赵景鸾花了大力气加固城墙，修筑护城堤，但也只能收一时之效。嘉

靖二十六年 （１５４７年）六月十二日，河决入城，官廨民舍荡然一空，② 后屡经修补，城墙仍然挡

不住河水的冲击。万历二十一年 （１５９３年），“大雨自四月至八月不止，公署庙宇民舍皆倾圮，麦

尽烂，秋禾坏，城中高处仅存，洼者行船。次年春，知县郭养民开城东北隅凿渠放水”。③ 崇祯四

年 （１６３１年）九月， “河决荆隆口，水涨城南凡八月，平地丈余，房屋财产无遗。尸流遍野”。④

顺治七年 （１６５０年），“河决荆隆口，邑北一带汪洋，连五年始平”。⑤ 康熙元年 （１６６２年）“五月

初一日，河决石香炉，邑东南田禾尽没”。⑥ 康熙九年 （１６７０年） “八月，河决牛市屯，城南一带

稼禾尽没，地增新沙，民疲”。⑦ 康熙二十四年 （１６８５年），知县朱琦指出：“曹邑乡绅士民纷纷控

县，面诉城内积水深至一二尺，或有三四尺不等，若不开浚，则民房尽遭淹没等语。卑县随即率

领佐贰属员公同绅衿耆老沿城踏看，不惟城外之水淤蓄不消，即城内之水亦仍然停积，文庙四傍

竟成巨侵，遂于四关厢外各寻泄水故道。”⑧ 在这样的情况下，朱琦也只是申请开浚原有水门，得到

兖州府、济宁道、山东按察使、布政使、山东巡抚、河道总督等官员的批准，并未提出要迁徙治所。

这说明曹县境内确实找不到更适合治所的区域，故未考虑迁治。之后曹县仍不时遭受大水。直到咸

丰五年河决铜瓦厢，黄河 “直趋东北，与济运河流，曹免其鱼之忧”，⑨ 河患对曹县的威胁才得到

解决。

濮州在明代曾成功迁治。到同治五年 （１８６６年）时，黄河又冲入濮州城。山东巡抚阎敬铭奏：

“窃查黄河自兰仪漫口以来，濮州州城四面均被水浸，因于南岸筑圩，迁徙州民，以为新治，冀可劳

来安集。嗣黄流渐复南徙，新圩仍多水患，是以官兵民役，每转移于新旧两城之间为迁避。本年黄

流盛涨，倍于往昔……濮州当黄流顶冲，新旧城圩均在巨浸之内。”瑏瑠 濮州因靠黄河较近，自黄河兰

仪漫口后，州城久被水淹，因于南岸筑圩移徙州民，以为新治。因同治五年阴雨兼旬，黄流盛涨，

新旧城圩均被淹没，被水灾民荡析离居，官署也迁徙流移，数年后才安定下来。瑏瑡 因新圩被淹，濮州

并没有真正迁治成功。

四、结论

笔者曾对明清时期苏北政区治所迁移的影响进行过讨论，指出黄淮平原的苏北徐州府、淮安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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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府、海州直隶州三府一州政区治所迁移有四个特点：（１）影响治所迁移的水患主要来源于黄河，

治所迁移集中发生在徐州府境内；（２）水患影响治所迁移，但不是决定性因素；（３）水患影响下苏

北地区治所迁移主要发生在明代；（４）从政治因素来看，巡抚、河道总督、漕运总督以及中央、地

方官员都可能涉及其中。① 这些特点与上文所述鲁西地区州县迁治影响因素有类似之处，但也有差

异。第二点和第四点是非常类似的，但第一点和第三点还可进一步分析。

黄河在河南省决溢直接冲击的就是山东曹州府和江苏徐州府，这两片地区河患多，政区治所就

容易发生迁移。从时间来看，苏北州县迁治受河患影响更为分散，虽然集中在明代，但主要是嘉靖

之后，而不是明初洪武年间，在清代也有４次，最晚是咸丰元年 （１８５１年）。而鲁西地区在清代仅有

２次迁治，清代中前期仅有鱼台县１次迁治，另有１次是清末齐东县迁治，值得细究。

黄河在明清时期大部分时间是夺淮入海，在清末改道北徙山东入海，造成了苏北和鲁西地区

州县治所迁移特点略有不同。苏北在清末没有再因河患发生迁治，但鲁西却有济南府的齐东县迁

治。齐东县受黄河水患的影响非常大。黄河夺大清河河道入海后，对两岸冲刷加速，岸堤坍塌严

重。为保县城不被水毁，齐东县于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年）在县城以西修筑了基长２０００米的南北大

坝———梯子坝，希望能挡住黄河河道南移，确保县城安全。光绪十八年黄河泛滥，冲毁梯子坝

３００余米，河道南移，导致县城被淹，仅存东南一隅。县城最终迁移到距河七十里的九扈镇，旧

城长眠于黄河滩地。齐东县迁至九扈镇后不过安静了５０多年。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６年，又经历了三次

迁城，最终在１９５８年被废，辖地大部分划入邹平县。② 至此，有着八百年历史的齐东县就因为黄

河水患问题消失了。

黄河夺大清河入海不仅导致齐东县迁治，对位于下游的武定府蒲台县也有一定的影响。潘

俊文指出：“（黄河）入大清河以下，河身历年无患，盖上游容水之地尚宽也。迨上游节次修治，

水有河槽，上游粗平而下游之患渐见”， “自光绪八年以后，除断流二年外，其余无岁不决，河

患可谓深矣”。③ 光绪二十七年、二十八年 （１９０１年、１９０２年），河道自滨州张肖堂以下改由县

城南支河行，经韩家、十里堡等处至小高家复分为二股，河流忽南忽北，时有小变。④ １９３８年国

民党军队炸开花园口，黄河又改道淮河入海，减轻了蒲台县被水的危险。但１９４７年黄河归故，

蒲台县又危在旦夕。新中国成立后，县政府先驻乔庄，１９５０年迁至黄河南的高庙李，１９５３年又

迁至小营，１９５６年被废。⑤ 潘俊文在光绪十年指出，铜瓦厢决口 “至今已三十年，从前泛滥于曹

兖济宁各属，灾区甚广，淤湖阻运，漫水且波及江南，其患皆在未穿运之前，迨同治末年堵筑

侯家林、贾庄并建堤捍卫，十余年来尚就范围，曹兖各属稍获安枕，兼得护运通漕。近自光绪

七年济武各属又屡满溢，其患渐见于入大清河之后”。⑥ 可见黄河改道大清河入海对山东地理的

影响是深远的，⑦ 在历史政治地理响应上有时间滞后性，对治所迁移的影响只不过最早在齐东县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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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同属黄淮平原的鲁西、苏北地区在明清时期都因黄河水患导致部分州县迁治，受地理环

境的制约和各级政府官员、地方人士对迁治成本的考量，两地呈现的特点有很多共同点，也略有差

异。最大不同在于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山东入海对鲁西、苏北地区州县治所迁移的影响迥异，但又都

是各级政府在自然和人文的双重因素作用下积极应对河患措施的体现。研究州县迁治与否的过程，

有利于我们应对当前黄淮平原的水环境变迁。

（责任编辑：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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